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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考察了美國民意測驗的歷史，並以美國對外政策中最受爭議的對外軍事行動為切入點，探討了民意測驗在美國外交決策中的作用。作為一種 把抽象的民意具體化為一系列數字的手段，民意測驗不是單純地反映民意，在某種程度上也塑造著民意。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會盲目地遵從民意，他們會採取一系列 措施來調整民意，為其政策服務，而民意測驗有時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的一種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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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測驗（public opinion polling，）作為瞭解民眾對某一或某類事務的觀點的社會調查，已成為美國政治議程的一部分。經過170多年的發展，美國民意測驗的手段不斷完善，民 意測驗的內容也不斷擴展。美國早期的民意測驗主要側重於國內事務，尤其是總統大選。後來隨著美國越來越深地捲入國際事務，對外政策也成為民意測驗的一個重 要內容。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對外軍事行動無疑是最受爭議的部分。從1961年到1974年，民意測驗機構調查了大約1400個有關越戰的問題，而從 1990年8月到1991年3月的8個月時間裏，民意測驗機構就調查了800個關於海灣戰爭的問題。【註：Karlyn Bowman, “Knowing the Public Mind,”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25, No.4, Autumn 2001.】美國科學民意測驗的先驅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相信民意測驗對民主進程有積極的貢獻，【註：主要包括：(1)為政治領袖們提供了一種測量民意的精確手段；(2) 證明普通百姓確實在做好的決定；(3)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當時的主要議題上；(4) 暴露出許多“被忽視的領域”（areas of ignorance）；（5）幫助政府部門的行政人員做出更英明的決定；（6）使政治家們更難以在“煙霧繚繞的房間”（smokefilled rooms）裏挑選總統候選人；（7）顯示出普通百姓在投票時不是單純由私利所驅使；（8）有助於界定在大選中公民的“天賦使命”。See Suzanne Michele Bourgoin & Paula Kay Byers(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8), second edition, p.188.】但在他1940年與索爾·雷（Saul Rae）合著的《民主的脈搏》(The Pulse of Democracy)一書中，又告誡說民意測驗作為一種當時剛走出“繈褓”（swaddling clothes）的產業，在未來需要重新加以評估。【註：Karlyn Bowman, “Knowing the Public Mind.” 這些評估包括：民意作為政治導向是否不可信賴；樣本是否具有真正的代表性；民意測驗對民主進程的意義何在；等等。】在對外政策領域，對民意測驗的評 估至少應包括兩方面：一是作為一種把抽象的民意具體化為一系列數字的手段，民意測驗在表現外交民意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二是由民意測驗所表現的民意對外 交決策有何影響。本文擬以美國外交中倍受爭議的對外軍事行動為切入點，對這些問題做一初步探討。
 
一、歷史與現狀
 
　　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思想家論及民意的重要性及其與公共政策的關係，但民意首次在某種程度上被測量和量化卻是始於1824年美國地方報《賓西法尼 亞哈里斯堡報》（Harrisburg Pennsylvanian）舉辦的總統選舉模擬投票（the straw poll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註：Frank N. Magill(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1996), p.1116.】。由此，美國被譽為民意測驗的發源地。【註：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6頁。【注 尾】從民意測驗方法的歷史演變來看，美國的民意測驗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模擬投票（the straw poll）階段
   早期模擬投票的方法之一是簡單地估算一下出席集會的人數，出席人數越多，表明民眾的支持率越高。另一種方法是在報紙上刊登選票的樣票，但報業或其他利益集 團會以假票充塞投票箱。為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一種替代的辦法是按各種名單給民眾郵寄選票。這固然可以防止假票充塞，但由於名單的潛在偏見及人們可能不願 把選票寄回，又使測驗在精確性方面出現困境。最後一種方法是讓採訪人員到社區採訪，徵詢社區成員的投票取向。【註：Frank N. Magill, pp.1116-1117.】1824年《賓西法尼亞哈里斯堡報》以自願接受調查者為樣本，準確預測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將在大選中獲勝。此後，模擬投票就被廣泛地用於預測總統大選結果。
    但是作為民意測驗手段，模擬投票存在著嚴重的內在缺陷。這種內在缺陷反映在1936年《文摘》雜誌（Literary Digest）【註：李道揆先生譯為《文學文摘》（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第86頁）。但從關注大選的角度來看，該刊不僅關注“文學”，故本 文將其譯為《文摘》。事實上，該雜誌屬普及性新聞週刊，從1916年起就把模擬投票當作其增加發行量的策略的一部分，並且準確預測了幾屆總統大選結果，包 括1932年佛蘭克林·羅斯福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競選。】對總統大選的預測失敗中。1936年，佛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第一任總統任期屆滿，共和黨候選人、堪薩斯州州長阿爾弗雷德·蘭登(Alfred Landon)與其競選總統。為了預測大選結果，《文摘》雜誌發出了1000萬張模擬選票，收回237.6萬張。【註：由此可見，《文摘》雜誌在其調查 過程中存在著不回答偏好（nonresponse bias），即被選入樣本的大多數人實際上不回答問卷或詢問所產生的嚴重扭曲。See David Freedman, et al., Statistics, Third Edition (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 1998), p.336.】據此，《文摘》雜誌預測蘭登將以57%對43%的壓倒性優勢獲勝，但選舉的結果卻是羅斯福以62%對38%的優勢擊敗蘭登。【註： David Freedman, et al., p.334.】在這次被《文摘》雜誌自詡為“最廣泛”、“最富於經驗”、“最沒有偏見”【註：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13.】的民意測驗中，實際上存在著很強的排除窮人的選擇偏好(selection bias)【註：所謂選擇偏好是指在抽樣程式中把這一類或那一類人排除在樣本之外所表現出的系統傾向。See David Freedman, et al., p.335.】。《文摘》雜誌的調查物件大多數是從電話簿和俱樂部的花名冊上選擇，這就把不屬於俱樂部或沒有電話的窮人排除在樣本之外。【註：當 時只有1/4的家庭擁有電話，See David Freedman, et al., p.335.】如果是在1936年以前，這種偏好對預測的影響可能不大，因為富人和窮人依據相同的路線投票。而在大蕭條年代，政治上的劃分更緊密地 遵循經濟路線，絕大多數窮人投民主黨的票，而比較富有的人則傾向於共和黨。【註：對《文摘》雜誌民意測驗失敗原因的更為詳盡的分析，參見 Peverill Squire, “Why the Literary Digest Poll Faile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52, 1988, pp.125-133.】
  當然，這只是美國民意測驗的起步階段，缺陷在所難免。而且該階段的民意測驗機構大多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測驗的問題也只局限於民眾的投票取向，沒有涉及更 廣泛的政治議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進行的一次關於美國是否應參戰的民意測驗，被認為是美國有關對外政策的民意測驗的開端。
　　（二）定額抽樣（quota sampling）階段
　　定額抽樣就是選擇與問題有關人群的類別及狀況，按各類人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確定各類人在樣本中應占的百分比，然後進行調查，取得資料，得出結 果。【註：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第89頁。】具體而言，也就是先根據與利益（如政黨、投票可能性等）和人口統計學特徵（如收入、性 別、教育水平、職業和年齡等）相關的範疇來界定人群，然後給每個範疇按比例規定固定的配額，採訪人員再根據預先確定的範疇來選擇受訪者，直到滿足各個範疇 的定額。定額抽樣的方法由喬治·蓋洛普在1936年的大選預測中首先使用。運用此種方法，蓋洛普對《文摘》雜誌的調查物件進行抽樣調查，在《文摘》雜誌公 布其預測結果之前就以僅一個百分點的誤差預測出《文摘》雜誌的調查結果，同時利用另一個約5萬人的樣本，準確預測出羅斯福將獲勝。【註：David Freedman, et al., p.335.】雖然蓋洛普此次預測與實際結果之間存在一些誤差，【註：蓋洛普預測羅斯福的得票率是56%，而實際結果是62%，誤差達到6個百分 點，與蓋洛普後來3個百分點上下的抽樣誤差相比，顯然大多了。】但1935蓋洛普美國民意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亦通稱Gallup Poll）的成立或兩年後《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註：《民意季刊》創辦于普林斯頓大學，1947年美國民意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成立後，《民意季刊》成為該協會的會刊。佛洛德·H·奧爾波特在《民意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一篇題為《邁向公眾輿論科學》的文章，為 創刊號作序 。見Floyd H. Allport, “Toward a Science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 No.1, pp.7-23.】的創辦仍被認為是民意測驗的發展進入“科學化階段”的標誌。【註：Ole R. Holsti, p.13.】
　　該階段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專業性民意測驗機構紛紛建立。繼蓋洛普成立美國民意研究所之後，1936年又有兩家民意測驗機構宣佈成立：阿契博爾德· 克羅斯利（Archibald Crossley）指導的克羅斯利民意測驗（Crossley Poll），以及埃爾摩·羅珀（Elmo Roper）指導的《財富》雜誌民意測驗（Fortune Survey）。除了這些商業性民意測驗機構外，1940年，第一家非商業性民意測驗機構——普林斯頓公眾輿論研究室（Princeton Office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也宣告成立。【註：但較富盛名的非商業性民意測驗機構則是1941年成立的全國公眾輿論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46年，該中心的主任哈裏·菲爾德（Harry Field）召集了一次由約75名學者、商業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參加的會議，討論了民意測驗在地方、全國和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對民意測驗的發展意義重大。】另外，政府部門也開始進行民意測驗，1942年美國務院戰爭資訊司（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成立了一個調查處（Survey Division），就民眾對戰時問題的認識、態度和期望等問題進行了100多次的調查研究。
   （三）概率抽樣（probability sampling）階段
   簡言之，概率抽樣就是使相關人群的每個成員都有平等的機會被選入樣本。這是針對定額抽樣的缺點所做的改進。定額抽樣的一個最大的不足是選擇的主觀性，容易 產生無意的偏倚。這在1948年的大選預測中暴露無遺。是年，蓋洛普聯合全美約100家獨立報紙，採用定額抽樣的方法對5萬人次進行尋訪，預測杜威 （Dewey）將戰勝杜魯門，而結果是杜魯門以528%的選票獲勝，杜威的得票率為44.5%。克羅斯利和羅珀運用同樣的方法，也預測錯誤。這是因為定 額抽樣似乎“保證了樣本和選舉總體在被認為對選舉行為有影響的所有主要特徵方面將會相似”，而“國民政治中政治見解的分佈狀況恰恰是調查機構所不知道而正 努力嘗試去發現的”，並且“在規定的定額內，訪問人員可以自由選擇他喜歡的任何人。這給人為選擇留有過多的餘地。而人為選擇常易帶偏好。”【註： David Freedman, et al., p.338.】概率抽樣有效地克服了這種缺點，不僅樣本容量急劇下降，【註：1948年以前，蓋洛普民意測驗採用的樣本容量一般為5萬。改進以 後，一般採用1500人的樣本。關於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原則和程式，參見Frank Newport, et al., “How Polls are Conducted?” from http:// www.gallup.com/help/FAQs/poll1.asp.】而且精確度明顯提高。（見下表）
蓋洛普民意測驗準確性記錄
	年份
	蓋洛普的最後調查
（預測總統選舉獲勝者所得選票%）
	選舉結果
（得選票%）
	蓋洛普的偏差%

	1996
	克林頓52.0
	50.1
	+1.9

	1992
	克林頓49.0
	43.3
	+5.7

	1988
	布希56.0
	53.9
	+2.1

	1984
	雷根59.0
	59.2
	-0.2

	1980
	雷根47.0
	50.8
	-3.8

	1976
	卡特48.0
	51.1
	-3.1

	1972
	尼克森62.0
	60.7
	+1.3

	1968
	尼克森43.0
	43.4
	-0.4

	1964
	詹森64.0
	61.1
	+2.9

	1960
	甘迺迪51.0
	49.7
	+1.3


資料來源：（1）1980-1996的資料來自http://www.gallup.com/election2000
（2）1960-1976的資料來自李道揆：《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第91頁。
在這個階段，媒體廣泛參加到民意測驗活動中來，各種媒體不僅定期刊載民意測驗結果，而且也進行自己的民意測驗，通常是廣播媒體和印刷媒體相結合。 1967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開始進行民意測驗，起初是獨家進行，1975年和《紐約時報》聯手。現在一些著名的合作還包括：蓋洛普/美國有線新 聞網（CNN）/《今日美國》、哈裏斯民意測驗（Harris Interactive）/《時代週刊》/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等等。美國廣播公司（ABC）既自己進行民意測驗，也和《華盛頓郵報》聯合。由於美國 越來越多地捲入國際事務，對外政策成了這個時期民測的主要內容。
　　媒體的介入極大加強了民意測驗對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影響，但在媒體與民意測驗機構的合作中，媒體的需求常常壓倒民意測驗機構的需求。激烈競爭的環 境使民意測驗機構爭相提供對突發事件的第一反應。雖然技術進步使採訪和處理回應比以前更快，但由媒體和民意測驗機構聯手進行的民意測驗大多注重滿足於媒體 對即時民意測驗的需要，而犧牲了可靠的取樣原則。【註：Karlyn Bowman, “Knowing the Public Mind.”】此外,在民意測驗報導方面，新聞媒體有嚴格的限制，即只報導它們自己委託進行的內部民意測驗，而很少報導競爭對手進行的民意測驗。比 如，CNN很少報導《紐約時報》或其他機構的民意測驗。“其結果是受眾被剝奪了權衡內部民意測驗與競爭對手進行的類似民意測驗孰優孰劣的機會，因而也就無 法得出更明達(informed)和公允的（balanced）結論。”【註：Lawrence R. Jacobs& Robert Y. Shapiro, “The Crisis in Polling,” from http://www.polisci.umn.edu/faculty/ljacobs/rollcall.pdf.】這是導致民意測驗危機的原 因之一。
 
二、塑造還是反映民意？
 
　　羅傑·黑尼（Roger D.Haney）認為，“現在的民意測驗技術已經相當先進，但還不清楚民意測驗應扮演何種適當的角色……民意測驗既可以用來評估民意，也可以使人較不放心 地來塑造民意。”【註：Frank N. Magill, ed., p.1119.】這涉及到美國政治觀察家們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即民意測驗對民主代議制的功用何在？20世紀40年代，喬治·蓋洛普認為，民意測驗 是破譯公眾情感的一種工具，它使政策制定者們關心選民的所思所想。但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其他人對此卻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通過大眾傳媒，精英們塑造他們想要的公眾態度，民意測驗只不過是操縱民意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 已。【註：Lawrence R. Jacobs& Robert Y. Shapiro, “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ste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0, No.4, p.519.】那麼在關於外交政策的鋪天蓋地的民意測驗中，一個個百分比對於民意的原貌意味著什麼？
1992年，美國總統布希在離任前7周決定向索馬里派遣維和部隊，當時多數美國人支持這一人道主義救援行動。次年10月3日，在一次美軍與索馬里叛 軍交火的過程中，美軍士兵18人陣亡，78人受傷。翌日，各大電視臺在播出這一消息時出現了一具美國士兵屍體被拖在摩加迪沙街道上的鏡頭。隨即，美國公眾 要求美軍撤出索馬里的電話潮水般湧向國會山。調查顯示，85%的民眾要求“帶孩子們回家。”經過三天緊急磋商，克林頓總統遵從民意，於7日宣佈將於 1994年3月31日前撤出全部美軍戰鬥部隊。【註：王鳴鳴：《公眾輿論與美國對外政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5期，第75頁。】 在此過程中，民意測驗確實客觀地反映民意。因為相對而言，美國民眾對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比較敏感，反應也比較激烈，而民意的表達渠道除了民意測驗以外，還 有打電話、參與團體政治、甚至遊行示威等等。更關鍵的是，美國的權勢集團也介入到論爭中來。這個事件之後，對前總統布希“重塑希望行動” （Operation Restore Hope）的支持逐漸衰退，不少國會議員要求立即撤軍。【註：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M.E.Sharpe, Inc., 1996), 2nd edition, p.260.】
　　但與國內政治相比，民眾對外交政策的關注還是比較粗略和表面化的。雖然在對外軍事行動問題上民眾的反應通常比較激烈，但這種反應大體上還是“情 緒化”、“表面化”和“易波動”的【註：Charles W. Kegley, Jr., &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fifth edition, p.267. 】。原因之一是“大多數美國人不具有關於他們自己的政治體制的最起碼知識，對國際事務瞭解得更少。”【註：Kegley & Wittkopf, p.265.】 如1964年，只有58%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是北約的成員國；約2/5的人相信，蘇聯是北約成員國之一。【註：Ibid., p.265.】20多年後，公眾對國際事務的瞭解並沒有增加多少。1988年進行的一次調查發現，三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無法舉出北約一個成員國的名 稱，有16%的美國人竟然認為蘇聯是西方聯盟的一員。【註：Jerel A. Rosati, 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2nd edition, p.383.】當然，隨著現代通訊技術和傳播手段的發展，這種狀況已有很大改觀。奧利·霍爾斯蒂（Ole R. Holsti）在他的《民意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描述道：“（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把海灣戰爭即時地帶進全球的起居室。”【註：Ole R. Holsti, preface.】在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中，人們更是可以從電視、網際網路等渠道及時瞭解戰爭進程。即便如此，大部分美國民眾也只是雲媒體之所雲。
　　另外，在民眾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傳統看法認為，民眾具有先驗的態度（preexisting attitude），他們只是把這種態度流露給民意測驗機構。【註：這種看法被威爾遜和霍奇斯稱為“檔抽屜”模式 （“file drawer”model）。 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5.】但威爾遜(Timothy D. Wilson)和霍奇斯(Sara D. Hodges)反對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民眾經常性地建構他們的態度，而非只彙報精神檔（mental file）的內容。”也就是說民意測驗得出的民意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一種“臨時建構”（temporary construction）。【註：John R. Zaller, p.35.】約翰·紮勒（John R. Zaller）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發現民眾在回答問題時，具有如下三個特點：【註：Ibid., pp.30-34.】
1. 歷時不穩定性（overtime instability）。1980年1月和6月，美國的民意測驗機構就美國是否應該努力和其冷戰對手蘇聯合作這一問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在1月份支持 對蘇聯採取強硬立場的人中有60%到6月份仍然堅持其立場，其餘40%則分散到其他三個選項（與蘇聯合作、中間立場、無觀點）；那些在1月份的調查時持中 間立場的人中，只有24%到6月份依然如此，其餘的大部分人轉而主張合作或不合作。總共只有50%的人在兩次測驗中持相同的立場。對這種現象的一個顯而易 見的解釋是一些人在不同的調查中的確出現意見改變，但紮勒認為，已有的證據不支持這種解釋。他認為，出現在民眾公開的意見表達中的波動是由“測量誤差” （measurement error）所致。【註：但他無法解釋這種誤差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測量誤差”更近乎是一種“未獲解釋的變動”的委婉語，而非一種得到很好理解的現象。 John R. Zaller, p.32.】
2. 回答效應（response effects）。20世紀70年代有一個關於美國人對蘇聯新聞工作者看法的著名調查。在分開的一半樣本中，37%的受訪者同意允許共產黨記者進入美國。 在另一半樣本中，受訪者先被問及美國記者是否應被允許進入蘇聯，結果同意允許蘇聯記者進入美國的比率達到73%，幾乎翻了一翻。紮勒認為，每個人可被假定 為至少有兩種考慮，一種關於共產黨，另一種則關於公平對等原則。關鍵是看哪種考慮會被問卷突顯。
3. 問題措辭效應（questionwording effects）。1983年《紐約時報》的民意測驗發現，民眾對當時的一個熱點問題——“凍結”核武器生產的支持率在18%和83%之間的波動，取決於 問題如何設定。這說明問題的不同措辭方式通常對民眾對某一問題的統計學層面上的支持率有很大影響，而且即使根本的問題完全一致，民眾也會有不同的反應。
　　上述考察只是提供了一種民意測驗機構塑造民意的可能性。問題的關鍵是，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民意測驗機構有沒有塑造民意？勞倫斯·雅各斯 （Lawrence R. Jacobs）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Y. Shapiro)通過研究尼克森政府與兩大民意測驗機構——路易士·哈裏斯（Louis Harris）和蓋洛普組織（Gallup organization）的關係後發現，尼克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策略，使哈裏斯和蓋洛普與之合作，從而操縱民意測驗結果和民意。【註：其他相關研究還 包括：Robert C. 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Noam Chomsky and Edward Herman,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1988); Michael Margolis and Gary Mauser, eds.,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Essays on Public Opinion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9)等。】雖然白宮沒有能夠以其所希望的方式來控制這兩個機構中的任何一個，但是通過與這兩個機構接觸，尼克森及其助手們獲得了三個好處：首 先，民意測驗機構使白宮在民意測驗結果公佈之前就可以獲得資訊，使白宮可以採取措施揚長避短；其次，白宮促使民意測驗機構選擇于之有利的問題和措辭方式； 最後，白宮影響測驗的結果。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哈裏斯因白宮的壓力而修改其公佈的結果。【註：Lawrence R. Jacobs& Robert Y. Shapiro, “ 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sters,” pp.519-538.】
　　為何民意測驗機構要與政府合作，來塑造民意？原因之一是在美國，外交政策常被看作是“高於政治”（above politics）。根據這種觀點，國內政治服從於國家利益。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美國人會擱置他們的黨派分歧，支持政府的政策。萊斯利·蓋爾布 （Leslie Gelb）在《越南的嘲弄：加工過的體制》（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一書中說，“有一個美國神話，政治止於水邊【註：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水邊”實際上是指美國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即美國的國土範圍之內。】，即正常的黨派競爭和分歧在對外政策上讓位於團結一致。這個神話 是虛幻的，但仍然有說服力。”【註：Jerel A. Rosati, p.378.】其次，白宮也會利用民意測驗機構的愛國心，把合作等同於國家責任。在研究中，勞倫斯·雅克布斯和羅伯特·夏皮羅採訪了路易士·哈裏斯 和蓋洛普的高層，這些人員告訴他們說，他們會和接近他們的每位總統合作，包括比爾·克林頓，因為他們把這視為是“對國家的一項公共服務”。小蓋洛普解釋 說，“當白宮召喚的時候，你不能說，‘走開！’”【註：Lawrence R. Jacobs & Robert Y. Shapiro, “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sters,” p.521.】在尼克森政府時期，民意測驗機構和白宮的聯繫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哈裏斯在民意測驗結果公佈十天前，就把結果呈送白宮並詢問科爾森 （Charles Colson）【註：尼克森總統的特別顧問，被稱為“邪惡天才”（evil genius）。在與“水門事件”相關的“丹尼爾·艾斯伯格案”(Daniel Ellsberg Case)中因妨礙司法公正被判入獄7個月。】對此有何看法。
　　人們不禁要問：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否都真實可信？這在對外政策領域是很難檢驗的，不像總統大選那樣可以短期提供一個明確的結果以檢驗民意測驗的准 確性。而基於抽樣調查產生的民意一經發表，本身又成為一種輿論，使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運轉起來。沈默螺旋理論認為，個體擁有一個多半是無意識的、可能源自遺傳且根深蒂固的孤立恐懼。這種孤立恐懼使他們不斷去確定，哪種意見 及行為方式被環境所贊同或反對，以便採取哪種意見與行為方式，排除哪種。【註：〔德〕伊莉莎白·諾爾-紐曼：《民意：沈默螺旋的發現之旅》（翁秀琪、李 東儒、李岱穎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01頁。】這又被有些政治學家稱之為“樂隊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或“羊群效應”（herd instinct）。也就是說，民意測驗結果公佈之後，它本身又會成為一種社會輿論，反過來對民眾的態度產生影響。
 
三、羅盤與刀劍
 
1994年9月，在克林頓命令美軍入侵海地的前幾天，《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刊登了一幅漫畫：滿載軍人的登陸艦正靠近海地，甲板上的克林頓口中振振有辭：“難道不應該讓民意測驗人員打頭陣嗎？”【註：Ole R. Holsti, p.191. 】這幅漫畫充滿了作者傑夫·麥克內裏（Jeff MacNelly）對克林頓的諷刺，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的決策過程中，民意扮演何種角色？早在1984年，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卡 斯帕爾·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關於美國向海外派兵的適當前提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列舉了六個必要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須有某種合理的保證能得到美國人民的支 持”。但其內閣同僚、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則公開反對這所謂的“溫伯格主義”（Weinberger Doctrine），認為這實際上成為不行動的藉口，即便美國在海外的重大利益受到潛在的威脅。【註：Ole R. Holsti, p.1.】
　　實際上，美國外交決策者對民意的看法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讓民意影響外交政策的選擇是否明智；二是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是否必須得到民眾的支 持。據此，道格拉斯·福伊爾（Douglas C. Foyle）將美國總統分為四類：民意的代表（delegate）、民意的執行者(executor)、民意的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以及 民意的監護人（guardian）。【註：民意的代表認為，讓民意影響政策選擇是明智的，對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而言，民眾的支持也是必要的；民意的執行 者同意第一點，但認為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並不一定需要民眾的支援，因此他們可能不注意引導民眾；民意的實用主義者認為，即使民意影響外交政策選擇是不明智 的，但是民眾對所選政策的支持是必須的，因此會爭取民眾支持；民意的監護者認為，讓民意影響外交政策選擇是不明智的，而且一項成功的外交政策也不需要民眾 的支援，因此他們會去教育民眾，向民眾展示某項政策是怎樣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見Douglas C. Foyle, Counting the Public in: Presidents,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15.】有學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總統中，杜魯門、詹森和雷根屬民意的監護人，艾森豪、甘迺迪、尼克森、福特和老布 什屬民意的實用主義者，卡特和克林頓分屬民意的執行者和民意的代表。【註：Douglas C. Foyle, pp.179-199.】也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總統大部分屬民意的監護人或民意的實用主義者。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讓民意影 響外交政策的選擇是不明智的。前總統甘迺迪的一位幕僚這樣說：“沒有哪一位總統有責任遵從民意的指示……他有責任尊重民意，並以此來引導它——塑造它，告 知它，拉攏它，並且戰勝它。民意既是他的羅盤，又是他的刀劍。”【註：Charles W. Kegley, Jr., & Eugene R. Wittkopf, p.287.】
　　首先，在代議制民主中，總統由民眾投票選舉產生。制度因素決定其政策必須代表多數選民的意志，因此民意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總統的決策。在對外軍 事行動的問題上，民眾的反應很敏感。因此在戰爭初期，政策制定者往往通過政治宣傳向民眾證明戰爭的正義性。事實表明，在戰爭初期民眾往往會團結在總統周 圍，但民眾對總統政策的支援常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逆轉。約翰·穆勒（John E. Mueller）的《戰爭、總統和民意》一書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註：John E. Mueller,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換言之，美國民眾對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快速和成功的行動，如在格林伍德、巴拿馬、波斯灣的行動使支持率上升到最大限 度。【註：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後24小時，CNN/《今日美國》/蓋洛普的聯合民意測驗顯示，3/4的美國民眾支持戰爭，其中有60%的人堅決 支持，但同時希望戰爭早日結束，並減少傷亡。見 http://www.gallup.com/poll/releases/pr030321.asp.】而長時間不成功的軍事行動，如在朝鮮、越 南和黎巴嫩的行動則了引起民眾的非難。民眾的不滿不僅制約了總統權力的運用，而且還會導致總統競選的失敗。美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就使杜魯門初選失敗，從而 宣佈不再參加總統競選。
　　其次，眾所周知，美國實行的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憲法中的不確定性使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存在著對外事權力的激烈爭奪。【註：美國學者路易士 ·亨金（Louis Henkin）對此有專門研究。參見路易士·亨金：《憲政·民主·對外事務》（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Louis Henkin,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在對外軍事行動問題上，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是：美國是否能在海外部署軍隊的決定權，是屬於享有戰爭權的國會還是屬於作為軍隊總司令的 總統？在羅伯特·H·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法官所說的“半陰影區”（twilight zone)【註：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H·傑克遜在1952年一個著名的判決意見書中對憲法中那些令人困惑的條款做了權威性的解釋，將總統和國會間權力 分配的不明確（或是重疊）之處描述為“半陰影區”。見路易士·亨金：《憲政·民主·對外事務》，第2頁。】中，“歷史所授予總統的似乎只是半陰影區 中的那些共有權力（concurrent authority）；在半陰影區中，只要國會沈默，總統便可以採取行動。”【註：路易士·亨金：《憲政·民主·對外事務》，第43頁。】但國會 在多數情況下並不願沈默，雖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4年，國會對總統的主要動議給予很高的支持，但越戰和“水門事件”卻打破了這種程式上的共識。 在總統和國會對外事權力的爭奪中，民意是一個重要的籌碼。一般而言，國會議員與民眾的關係比較密切。為了贏得決策上的主動，總統更需要“走向公眾” （going public），尋求他們的支持，以期促使民選代表投票支持其政策。【註：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Vietnam: Constraining the Coloss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
　　另外，在國際政治的層面上，民意可以使外交決策者在與他國談判時更具討價還價的籌碼。【註：Charles W. Kegley, Jr., & Eugene R. Wittkopf, p.290.】民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外交決策者執行外交政策的一種資源。民意越一致，越支持政府的政策，決策者在與他國談判時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越 強。而且，即便民眾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保持沈默，決策者在談判桌上也可以說某項擬議的讓步是美國民眾所不能容忍的，或者說某項政策是出於民眾的意志，並由此 而獲得相當大的談判優勢。【註：相關的研究有： Richard R. Fagen, “Some Assessments and Uses of Public Opinion in Diplom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4 , Fall 1960, pp.448-457.】
　　因此，雖然存在著對民意的諸多詬病，美國總統還是很重視民意測驗。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首開雇用專業民意測驗顧問的先河。1936年，蓋洛普、 克羅斯利和羅珀三家民意測驗機構準確地預測出羅斯福將大選獲勝，羅斯福本人因此成為民意測驗的熱衷者。他聘請普林斯頓大學的哈德利·坎特里爾 （Hadley Cantril）考察與之相關議題的民意，尤其是民眾對歐戰的看法。【註：Karlyn Bowman, p.92. 在1937年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有70%的人反對捲入戰爭，見Ole R. Holsti, p.14.】羅斯福之後的許多總統也很重視民意測驗。在甘迺迪、詹森和尼克森執政期間，“民意分析成為總統直轄的政府機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 分”，智囊們擔負著跟蹤民意測驗資料的任務。此後的政府也成為“民意資料的名副其實的倉庫。”【註：Karlyn Bowman, p.93.】小布希在2000年大選時曾說他“不在意公眾輿論”。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前夕，當被問及他對全球範圍內規模宏大的反戰抗議有何反 應時，他回答說他不會依據“專題小組”（focus group）來決策。但小布希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卻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研讀和分析民意測驗，且白宮也有一位民意測驗專家叫馬修·多德（Matthew Dowd）。
【註：Frank Newport, “Should Bush Be Reading the Polls?”  http://www.gallup.com/poll/FromtheEd/ed0303.asp. 】
　　外交決策者對民意測驗的熱情應該主要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理解。雖然在美國國際關係學界，關於民意與外交決策的關係一直存在著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 的對立，【註：在民意與外交決策關係問題上的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詳見奧利·霍爾斯蒂（Ole R. Holsti）的《民意與美國對外政策》(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書。】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威爾遜自由主義外交理論走向終結，現實主義的民意觀逐漸成為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注 釋】這種現實主義的觀點被霍爾斯蒂稱為“阿爾蒙德—李普曼共識”（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它統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越戰末期的30年間對民意與對外政策之間關係的思考。雖然越戰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阿爾蒙德—李普 曼共識”提出質疑，但從美國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來看，這種現實主義的觀點還居主流地位。】理查·巴尼特(Richard J. Barnet)在其探討美國歷史上民意與對外政策之間關係的著作《火箭的紅光：美國走向戰爭時，總統與人民》一書中說，“美國總統們為了把他們對外政策的 構想包裹在‘民意’這一合法的斗篷裏，不斷鬥爭以限定民意。他們大都接受一個支持其政策的‘沈默的大多數’的存在，他們大多相信被‘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事實上想要的東西指導是既不可能也非明智的。”【註：Richard J. Barnet, The Rockets Red Glare: When America Goes to War the Presidents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p.12.】希歐多爾·羅斯福直截了當地說：“我沒有去占卜（divine）人民會想些什麼，我只是主觀斷定他們應該想些什麼，然後盡我最大的努力讓 他們去這樣想。”【註：Charles W. Kegley, Jr., & Eugene R. Wittkopf, pp.288-289.】同樣，杜魯門總統的顧問喬治·埃爾西(George Elsey)也坦言：“總統的工作是去引導民意，而不是去做（民意的）盲目追隨者。你不能坐等民意來告訴你該做什麼……你必須決定你將做些什麼，並照此 做，然後再試圖去教育民眾你這樣做的原因。”【註：Kegley & Wittkopf, p.289.】
　　在此過程中，民意測驗是一個重要手段。通過民意測驗，決策者得以瞭解民眾對某項對外政策的看法，從而採取措施，通過宣傳或其他手段調整民意。有 調查顯示，在詹森1965年宣佈他的越南政策之前，只有42%的民眾支持這一政策；但在政策公佈之後，有72%的民眾支持。美國入侵柬埔寨之前只有7% 的人支持，但在尼克森宣佈1970年入侵之後，則有50%的人支持。1989年5月，在諾列加宣佈巴拿馬的選舉結果無效之後，有59%的人反對美軍入侵巴 拿馬以推翻諾列加，到10月反對率上升到67%。但在布希政府12月的行動之後，80%的人認為美國派武裝力量進入巴拿馬，推翻諾列加是正當的。【註： Ibid., p.287.】這種現象被稱為“團結在國旗周圍”（rally round the flag）。【註：蓋洛普在2001年“9·11”事件前後 的兩次民意測驗表明，民眾對布希總統的支持率飆升了35個百分點，從51%上升到86%，被譽為是有記載的最大的“團結在國旗周圍”效應。與1941年 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相比，當時民眾對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支持率只上升了12個百分點。Matthew A. Baum, “The Constituent Foundations of the Rally Round the Flag Phenomeno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2002, pp.263-264.另外，2003年3月25日蓋洛普的民意測驗顯示，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後，小布希的支持率上升了13個百分點，比1991年海灣戰爭 時老布希18個百分點的上升幅度（從64%上升到82%）略低。見http: //www.gallup.com/poll/releases/pr030325.asp.】自從約翰·穆勒把這一術語引入政治學後，它就成為有 關公眾輿論與外交政策的論著中經常出現的術語。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現象，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愛國主義高漲是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有人則 將之歸因於危機初期精英批判的缺席或媒體對批評觀點報導的缺少，因為這個時候政府是媒體資訊的首要來源。在諸多因素中，政府的政治宣傳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因素。海灣戰爭期間，在美國的政治宣傳中，薩達姆比希特勒還壞【註：Richard A. Melanson, p.5.】。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時，伊拉克則是“邪惡的軸心”之一。此外，美國的新聞媒體也不斷刊登各種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政府的立場。
 
四、結語
 
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主播唐·拉勒（Dan Rather）採訪薩達姆，薩達姆問了他許多問題，主要是關於美國的民意。薩達姆並不是唯一想知道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的人。在一堆支持戰爭的民意測驗數 據和聲勢浩大的反戰遊行之間，如何讀懂美國的民意？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小V.O.基(V. O. Key, Jr.)在《民意與美國民主》一書中說：“對公眾態度的考察是對無止境的魅力和挫折的追尋。”【註：Jerel A. Rosati, p.379. 理查·索貝爾 （Richard Sobel）對此也有同感，見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Vietnam: Constraining the Colossus 序言。】
　　作為美國政治話語的一部分，民意測驗積極介入外交的政治論爭，但它在促進美國對外政策的民主化方面作用是有限的。2001年亨利·J.凱澤家庭 基金會（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和《公眾觀察》（Public Perspective）雜誌聯合調查美國民眾對民意測驗的看法。他們想瞭解民意測驗是否被看作是一種傳達公眾意願的有效工具。調查顯示，雖然大多數人認 為民意測驗有利於政策制定者瞭解民眾的觀點，但只有1/4的人認為民意測驗是一種最好的方式，43%的人則贊同參加市政廳會議的方式。在官員們藉以發現美 國民眾所思所想的方式序列中，民眾傾向於把民意測驗放在該序列的中層。原因是美國公眾對民意測驗的態度半信半疑，多數人認為民意測驗不準確，其內在的局限 性阻礙了對民意的傳達，而且還會被操縱。雖然有一半民眾相信民意測驗是基於完善的科學實踐，另一半人則對民意測驗過程的有效性持反對或否定的態度。【注 釋】MollyannBrodie, et al., “Polling and Democracy,” Public Perspective, July/August 2001, p13.】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對外軍事行動歷來頗具爭議，而且引起民眾與決策者之間關係緊張。在外交決策的過程中，民眾的態度雖然沒有被放在首要的地 位，但也是決策者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所以決策者才試圖影響民意，引導民意。由於民意測驗可以扮演雙重角色，既可以反映民意，也可以塑造民意，決策者在 利用民意測驗時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決策者是不願被一堆統計資料牽著鼻子走的，而更希望利用民意測驗來引導民意，為其政策服務。
(完)
 
